
移民身份转变是否提升了居民的社会地位？

———基于农村迁移人口的实证分析

王术坤

内容提要　制度排斥和身份不认同是农村迁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其
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本文从制度排斥和身份认同两个维度分析了不同迁移居民自我感知

社会地位的差异，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识别出具有城市户籍的 “永久

性”迁移人口和没有城市户籍的 “暂时性”迁移人口，采用分组回归、工具变量等方法验

证了农村迁移居民户籍身份转变对自我感知社会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永久性”迁移居

民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 “暂时性”迁移居民。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移民身份转变

对自我感知社会地位影响的作用机制，发现 “永久性”迁移居民在养老保险、住房状况、

工作类型、居住环境等方面享有较高的社会福利，且进一步得出迁移居民落户的时间越久，

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越高。因此，应该继续深化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在

逐步放开城市落户准入资格的同时，加速常住人口社会福利均等化，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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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好农村迁移人口快速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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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落实上述战略和工作部署的重要环节。近几年，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不断完善，

城乡居民的户籍差异逐渐缩小，尤其是中国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２０１４年出台的 《关

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 “农业”和

“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不断

减缓，面临 “愿落不能落、能落不愿落”的两难困境 （程郁等，２０２２）。

户籍制度以及户籍制度背后社会福利的差异阻碍农村迁移居民融入城市，进一步

影响其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２０２１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高达５０４亿人，其中，流

动人口３８５亿人①，其中包括大量的农村迁移人口。众多的农村迁移人口在城市的归

属感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２０年进城农民工中，仅有４１４％的人认为自己

是所居住城市的 “本地人”，且所居住的城市越大，这一比例越低②。农村迁移人口

难以融入城市，具体表现在个人的 “社会身份”认同感和在城市生活的归属感比较

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的身份，在大量与户籍制度相关的政策约束下，这部分群体难

以与城市户口居民享受相同的社会福利。农村人口融入城市的衡量标准不仅仅在就

业、生活、经济利益等物质条件上能够平等对待，而且在心理上与当地居民也没有隔

阂 （崔岩，２０１２），显然目前中国大量农村迁移人口在物质和心理上都难以融入居住

的城市。

户籍差异引发的社会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多

数的研究者关注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福利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户籍差异导致的养老

保险 （王友华，２０１１）、医疗保险 （姚瑶等，２０１４；刘小鲁，２０１７）、子女教育 （李春

玲，２０１０；魏东霞、谌新民，２０１８；Ｃｈ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就业机会 （乔明睿等，２００９；

田明等，２０１９；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０）、购房资格 （何兴强、费怀玉，２０１８）等社会福利的不

平等。在养老保险方面，王友华 （２０１１）研究发现，户籍制度引起的各项不平等待遇

中最大的一项是养老保险，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村居民享受养老保险的比例比没有取得

城市户籍的居民高３７％；在医疗保险方面，姚瑶等 （２０１４）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即使

城乡之间的居民拥有同样的医疗保险，农村户口居民利用的医疗资源远不及城市户口

居民；在子女教育方面，李春玲 （２０１０）发现，虽然 “大学扩招政策”增加了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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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但是却进一步增加了城乡户籍人口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在就业机会方面，

乔明睿等 （２００９）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

之一，拥有城市户口的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具有明显优势，且这一差异对女性而言更

加明显。

户籍制度背后社会福利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不同户籍身份的农村迁移人口自我感

知的社会地位不同。农村迁移人口长期徘徊在城市和农村边缘，由于适应了现代化

的城市生活使其难以再度返回农村，而缺少城市户籍身份导致的物质和心理差异又

使其很难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目前对于居民自我感知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

集中在个人收入 （田丰，２０１７）、教育水平（Ｊａｂｂ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性别差异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１）、住房条件 （祝仲坤、冷晨昕，２０１８）等，关于农村居民户籍身份改变对

社会地位影响的研究较少。少量学者研究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由于户籍身份差异引

起的社会不平等、社会融入等问题。例如，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和Ｗｈａｌ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４）认

为户籍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城乡流动人口起着巨大的社会

排斥作用；Ｋ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以及李晓飞 （２０１０）认为户籍制度的正当性使农村居

民在城市受到歧视，并且与个人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着密切关系。通

过梳理文献发现，鲜有研究聚焦于居住在城市的两类农村迁移人群，即取得城市户籍

的 “永久性”迁移居民和没有取得户籍的 “暂时性”迁移居民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的

差异。

本文在控制地域差异的情况下，选取在城市居住的两类独特群体：一组是迁移到

城市居住且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村人口，定义为 “永久性”迁移居民；另一组作为对照

组，指迁移到城市居住但是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村人口，定义为 “暂时性”迁移居

民。目前学者研究户籍问题主要是采用居民 “是否愿意改变户口”这类意愿性变量。

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ＣＬＤＳ），通过客观指标识别出 “永久性”农村迁

移居民和 “暂时性”农村迁移居民。基于这两类样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永

久性”迁移和 “暂时性”迁移居民对其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是否有差异？第二，如果

有差异，其影响机制有哪些？进一步，取得城市户籍的时间长度是否也会影响居民自

我感知的社会地位？为此，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梳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的演变过程并进行简要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和相关性分析；第四部分是模

型设定和估计结果；第五部分为机制分析；第六部分进一步探讨了落户时间长度对社

会地位的影响；第七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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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制度演变和理论分析

（一）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变历程

梳理与户籍制度相关的政策法规发现，中国对城乡户籍的管制大致经历了 “自

由—限制—松动—自由”四个阶段 （见附表１）。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１９５５年。

这段时期中国户籍制度以重建社会秩序为目标，并没有限制人口自由流动。１９５０年中

国颁布了 《特种人口管理暂行办法 （草案）》和 《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两部政策

法案，正式建立户籍制度，并且在１９５４年 《宪法》中规定中国居民有 “迁徙和居住的

自由”。

第二阶段，１９５６年到改革开放，这段时期国家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为了

保障中国重工业的发展，维持重工业产业工人的就业保障 （姚秀兰，２００４），１９５８年实

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法案，将户口分为 “农业户口”和 “城市户

口”，并且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大饥荒时期，国家

颁布了 《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销量的九条办法》，将大量工人遣返到农村，

成为中国第一次 “反城市化”运动。１９７５年 《宪法》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人

口自由流动正式失去了宪法保护。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到２０世纪末，严苛的户籍政策开始松动。１９７８年实施的 《关

于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规定》，允许高精尖

的人才亲属从农村迁往城镇，使得进城落户首次出现。１９８５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

身份证条例》由 “一户一籍”变为 “一人一证”，进一步突破了人口流动的局限性。

除此之外，《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

（１９９７）、《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１９９８）以及 《关于推

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２００１）等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户口转移

限制。

第四阶段，２１世纪以来，户籍制度进一步放开。为促进经济发展，鼓励农村劳动

力转移，国家实施城乡统筹就业的政策。中国明确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城乡

分割体制，将户籍制度的管理权下放到地方，部分省市先后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

口，统一为 “居民户口”。２０１４年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实施，

标志着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二元户籍管理模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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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份转变对社会地位影响的理论分析

从户籍制度改革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虽然户籍制度一直在不断地改革发展，但

是与户籍制度相关的教育、医疗、购房、工作等配套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农村迁移

人口因为户籍的差异，被城乡分割的多种制度排斥在享有公共社会福利的权利之外。

例如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居民的子女在城市高考，在找工作及购房等方面受到歧视。

社会福利的不公平进一步导致漂泊在城市的农村居民感受到不平等的社会地位 （Ｋｕａｎｇ＆

Ｌｉｕ，２０１２；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王吉元等，２０１９），即使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村转移人口也

难以找到归属感 （杨菊华，２０１２）。城市户籍可以打破制度排斥，农村迁移人口取得城

市户口后将会缩小与当地市民享受社会福利的差异，进而提高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

由于反映社会福利的因素较多，结合现有文献研究，本文主要从养老保险、购房资格、

工作类型和居住环境四个维度进行分析 （见图１）。

图１　身份转变对社会地位影响的理论分析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主要标志是自我身份的认同，即城里人、农村人、外来人等

流动人口身份的自我认知，主要通过与本地人比较，表现为与本地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归属感及 “自己是谁”等自我身份问题的思考 （李虹等，２０１２）。在社会网络中，居民

通常以人群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将交往对象区分为 “本群”和 “他群”。现实中，

人们往往更关注 “他群”与 “本群”之间的总体差异，忽视了 “他群”的特殊性，从

而容易产生对外地人的排斥。在这一机制下，社会优势群体容易对地位相对较低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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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产生社会排斥 （崔岩，２０１２）。农村迁移人口取得城市户口是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缩

小与城市人心理距离的重要渠道。因此，户籍转变可以通过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身份

认同进而提高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 （见图１）。

三　数据来源和相关性分析

（一）数据介绍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的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ｈｉｎａ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ＣＬＤＳ）。ＣＬＤＳ对全国不同社区的家庭展开两年

一次的追踪调查，主要采用轮换样本追踪方式，同时使用了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

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本文采用２０１４年调查的截面数据，涵盖中国２９个

省份，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户口状况、工作类型、受教育程度、家庭状况等多个

内容。

本文选取迁移到城市居住的两组人群：一组是农业户口已经转为城市户口的居

民，称之为 “永久性”迁移居民；另一组是农业户口没有发生变化的居民，称之为

“暂时性”迁移居民。这两组居民的共同特征都是由农村迁移到城市居住，但是一部

分居民已经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成为了城市居民，另一部分居民没有完成身份转变，

仍然是农村居民。自２０００年之后，中国部分省份或者地区开始出台相关政策，将农

业户口和城市户口统一调整为 “居民户口”。因此，识别迁移到城市居住的这两类居

民至关重要。本文界定如下：第一，将出生就是农业户口且后来取得城市户口的居

民界定为 “永久性”迁移居民；第二，将出生是农业户口，但是截止到调查年份仍

没有取得城市户口的居民定义 “暂时性”迁移居民；第三，剔除农业户口和城市户

口合并后成为 “居民户口”的居民。最后，剔除空缺值和异常值后得到有效样本

２９０３个。

（二）相关性分析

社会地位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社会层次，可以用主观和客观两种方式进行

评价。本文借鉴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Ｌｅ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和于铁山 （２０１５）等选取社

会地位指标的做法，采用居民对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不同的是，本文所用指标是通

过更加形象的图片调查获得，能够直观反映居民对社会地位的感受。具体做法是在调

查问卷中画一个垂直的直梯，询问受访者：“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居于顶层，有些

人则在底层。卡片上有一个从上往下的梯子，最高的 ‘１０’分代表最顶层，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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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分代表最底层。您认为目前您处在哪个等级上？”，受访者对上述问题做出１～１０

的回答。居民对社会地位的自我感知状况如图２所示。

图２　农村迁移人口社会地位自评等级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通过图２可以看出，整体上居民对自我感知社会地位的回答符合正态分布结构，

但是明显左偏，说明居民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受访者回答的社会地位主要

集中在５和４，分别占比３６３％和１６１％。考虑到本文将社会地位分为１０个层级，其

中位数应该是５５，但是很多人潜意识认为中位数是５，通过上图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

居民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

农村居民获得城市户口的途径如图３所示。农村居民获得城市户口的途径主要有

户籍改革 （２５２％）、升学 （１７７％）、婚姻 （１３９％）、工作 （１１６％）、随父母或子

女转 （８９％）、土地被征用 （６８％）等途径。根据获得城市户口的途径，可以将其分

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意外获得 （外生因素），如户籍改革、土地被征用，两者共计

３２０％；另一类是自身努力获得 （内生因素），如升学、工作、参军、买房入户、购买

户口、个人申请等，占总量的６８０％。在后面的实证分析时，为克服内生性，本文将

采用由于外生因素取得城市户籍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相较于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村居民，获得城市户口的居民自我感知的社会地

位更高。根据图２的数据特点，将受访者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分为三组，其中第

１～４级为社会底层、第５级为社会中层、第６～１０级为社会高层。通过表１可以看

出，两组居民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存在明显差异。在自我感知处于社会高层的居民

中，获得城市户口的比例比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比例高６３个百分点，在自我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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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迁移农村居民获得城市户口不同途径的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处于社会底层的居民中，获得城市户口的比例比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比例低３７个

百分点。

表１　户口类型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

单位：％

是否获得城市户口 社会底层 社会中层 社会高层

否 ４０９ ３８２ ２０９

是 ３７２ ３５５ ２７２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四　模型设定和估计结果

（一）模型设定

为了衡量不同户口类型对居民自我感知社会地位的影响，本文首先建立基准模型

（１）测度户口类型与社会地位的相关关系：

ｙｉｋ ＝β０＋β１ＨｕｋｏｕＴｙｐｅｉ＋β２Ｉｎｄｉ＋β３Ｆａｍｉ＋β４Ｄｉｓｉ＋μｉ （１）

其中因变量ｙｉｋ表示第ｉ个居民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ｋ（ｋ＝１，２，３，分别表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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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社会中层和社会高层）；ＨｕｋｏｕＴｙｐｅｉ表示第 ｉ个居民的户口类型；Ｉｎｄｉ表示个人

层面的控制变量；Ｆａｍｉ表示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Ｄｉｓｉ表示地区虚拟变量；μｉ表示随

机误差项。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是否中共党员、是否

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工作类型等；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家庭人口数量和

家庭人均收入；为了控制不同地区的差异，模型控制了县级层面的地区虚拟变量。由

于受访者的工作类型较多，本文将工作类型归纳为五类，包括没有工作、私有企业、

自雇佣、务农、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将受教育水平从低到高分为五组，即文盲、小

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受访者的家庭收入取对数处理。

为了探究户口改变对居民自我感知社会地位影响的内在机制，本文选取养老保险、

住房状况、工作类型和居住环境四个指标衡量社会福利。另外，为了检验获取城市户口

的时间长度对自我感知社会地位的影响，我们计算了截至调查年份农村居民获得城市户

口的时间长度。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２所示。在回归模型中，因为因变量为多元分

类变量，本文借鉴Ｎｉｃｈｏｌｓ（２０１１）、Ｓａｍ（２０１２）等人的研究方法，采用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模型。

表２　相关变量的统计性分析

变量 变量描述
全样本 城市户口 农业户口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户籍

　城市户口 １＝是；０＝否 ０３５ ０４８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户口时间 截止到２０１４年，获得城市户口的年数 ６１０ １０４２ １７５２ １０５８ ０００ ０００

个人层面

　性别 １＝女；０＝男 ０５６ ０５０ ０５９ ０４９ ０５５ ０５０

　年龄 年 ４３２４ １０９１ ４５５３ １００８ ４２０１ １１１４

　党员 １＝是；０＝否 ００８ ０２７ ０１６ ０３６ ００４ ０２０

　少数民族 １＝少数民族；０＝其他 ０１３ ０３３ ００６ ０２４ ０１６ ０３７

　教育

１＝文盲（基组）；０＝其他 ００７ ０２５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０９ ０２８

１＝小学；０＝其他 ０２２ ０４１ ０１６ ０３６ ０２５ ０４４

１＝初中；０＝其他 ０４０ ０４９ ０３１ ０４６ ０４４ ０５０

１＝高中；０＝其他 ０１８ ０３９ ０２２ ０４１ ０１７ ０３７

１＝大学及以上；０＝其他 ０１３ ０３４ ０２８ ０４５ ００５ ０２２

　工作类型

１＝没有工作（基组）；０＝其他 ０３２ ０４６ ０３２ ０４７ ０３１ ０４６

１＝私有企业工作；０＝其他 ０２３ ０４２ ０２０ ０４０ ０２５ ０４３

１＝自雇佣；０＝其他 ０２４ ０４２ ０１７ ０３８ ０２７ ０４４

１＝务农；０＝其他 ００７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３０

１＝国有企事业单位；０＝其他 ０１５ ０３５ ０２９ ０４５ ００７ 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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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变量描述
全样本 城市户口 农业户口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家庭层面

　家庭人数 人 ３５９ １５２ ３４１ １３１ ３６９ １６１

　家庭收入 元／人 ２２３８４ ３１４４７ ２５０９１ ２４８０１ ２０９４０ ３４３９２

地区虚拟变量 县虚拟变量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机制分析变量

　养老保险
１＝仅有城镇养老保险；０＝仅有农村养
老保险

０４０ ０４９ ０７９ ０４１ ０２１ ０４１

　住房资格 １＝自有产权；０＝无产权 ０７５ ６８６ １１０ ９８１ ０５７ ４５６

　工作类型 １＝体制内；０＝非体制内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４９ ０１０ ０３０

　居住环境 与医院、学校和商场的平均距离（公里） １７８ ２４２ １４３ １６４ １９７ ２７３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二）内生性说明

基准模型中存在一定的内生性。自我感知社会地位高的居民可能本身具有较强的

能力，从而可以更容易转变为城市户口，出现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采取三种方法解

决内生性：

第一，获得城市户口的迁移居民中部分样本是通过户口改革和土地被征用取得城

市户口的。该部分居民户籍转变的原因是外部环境 （外生因素）“偶然”导致的，并

非个人能力决定的。因此，选取这部分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具有严格的外生性。图３所

示，通过外部环境改变取得城市户口的占比为３２％ （户口改革占比２５２％、土地被征

用占比６８％）。为方便起见，以下将这部分样本定义为子样本，对于子样本的估计也

采用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模型。

第二，工具变量法。虽然子样本具有外生性，但是获得城市户口的渠道较多，通

过子样本来判断总体样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进一步采取工具变量的方法

解决内生性。本文借鉴魏东霞和谌新民 （２０１８）的做法，将 ＣＬＤＳ数据和吴开亚等

（２０１０）计算的４６个城市的落户门槛指数排名数据进行匹配，采用综合落户指数排名

作为户口类型的工具变量。综合落户指数排名是吴开亚等 （２０１０）根据中央政府和各

地有关城市落户的政策和法规，通过投影寻踪模型进行计算。综合落户指数能够反映

一个城市落户的难易程度，与迁移人口在当地是否能够转变户籍身份直接相关，但是

对农户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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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在基准模型中的因变量分为社会底层、社会中层和社会高层三个

选择。对于多元离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识别难度较大，为方便估计，我们将居民自我

感知的社会地位分为社会底层 （小于等于５分）和社会高层 （大于等于６分）两类，

借鉴Ｎｅｗｅｙ（１９８７）的研究方法，采取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估计。

第三，上述工具变量的方法虽然能够解决内生性，但是在与４６个城市的落户门槛

数据进行匹配后，样本量减少５７６％。减少的样本如果不是随机的，则可能导致估计

结果有偏。为检验上述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ＳＭ）

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见表３所示，第２列为基准模型估计结果；第３列为子样本的估计结果；

第４和第５列为采取工具变量法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估计的结果。表４为全样本 （表３第２

列）和子样本 （表３第３列）回归结果对应的边际效应。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基准模型和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获得城市

户口的迁移居民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更高。通过表３可以看出，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子

样本，户口类型变量都在５％的水平上显著。通过表４边际效应结果得出，在社会底层

的全样本中，获得城市户口的迁移居民比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迁移居民低４９％。如果

考虑内生性，在社会底层的子样本中，获得城市户口的迁移居民则低７３％。在社会高

层的样本中，获得城市户口的迁移居民比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迁移居民高３７％。如果

考虑内生性，在社会高层的子样本中，获得城市户口的居民则高５２％。由此可以得

出，农村迁移居民获得城市户口后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是否党员、家庭人数、家庭人均收入等变量都

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影响居民的社会地位。例如，女性、中共党员、更好的身体状况、

更多的家庭人口和更高家庭收入的迁移居民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更高，估计结果也都

与现实情况相符。

其次，工具变量回归结果。通过表３的第４列和第５列可以看出，模型估计结果总

体较好，大部分变量显著且符合预期。根据第一步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落户难度指

数排名在１％的显著水平上高度显著，进一步说明选取落户难度指数作为工具变量符合

要求。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迁移居民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类型和家庭

人口数等变量显著影响农村迁移居民转变户籍身份。

根据工具变量第二步的估计结果，户口类型在５％的水平上高度显著 （表３中第５

列第３行所示）。由此可以得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农业户口的迁

·０４·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２年第１０卷第１期



移居民，取得城市户口的居民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同时，控制变量中的民

族和收入变量依然高度显著。比较遗憾的是，相对于全样本和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性

别、年龄、是否党员等控制变量变得不再显著，但是这些变量估计的符号依然相同。

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因变量进行了调整；二是估计方法的改变。为了进一步

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定性，我们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３　获得城市户口对社会地位的影响结果

解释变量
全样本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
子样本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
工具变量（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第一步 第二步

户口类型（基组＝农业户口）
１２７６

（０１３１）
１４４３

（０２３６）
—

１３８４

（０６８５）

落户难度指数排名（工具变

量）
—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

性别
１２３３

（００９９）
１１９６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７
（０１２０）

年龄
１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１０１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１）

党员
１５２７

（０２３５）
１４６４

（０３１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２
（０１７５）

少数民族
１２７７
（０２５０）

１６２２

（０３７６）
－０１０６
（００６９）

０４０２

（０１９８）

教育（基组＝文盲）

　小学
１０３２
（０１７２）

０９６６
（０１６９）

０１７７

（００６２）
０２１７
（０３３８）

　初中
１２３９
（０２０７）

１２９１
（０２２９）

０２８５

（００６０）
０１７５
（０４１５）

　高中
１２１０
（０２２７）

１１８７
（０２４２）

０３７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３
（０４６９）

　大学及以上
１３４４
（０３０７）

１２６７
（０３５１）

０６５４

（００７２）
－０１８３
（０７０６）

工作类型（基组＝没有工作）

　私有企业
０９２０
（０１１２）

０８３９
（０１１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８）
－０１５９
（０１８９）

　自雇佣
１０３８
（０１１８）

１１２８
（０１４５）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３
（０１７６）

　务农
１０３８
（０１８６）

１０６６
（０２０１）

－０２４３

（００７０）
０２８２
（０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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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全样本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
子样本

（Ｏｒｄｅｒｅｄｌｏｇｉｔ）
工具变量（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第一步 第二步

　政府、事业单位及国企
０９５２
（０１３７）

１１７７
（０２１５）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４）
－０１５２
（０１３６）

家庭特征

　家庭人数
１１４３

（００３３）
１１３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９）

　家庭收入对数
１５６６

（００８０）
１５０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３３３

（０１０３）

县域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２９０３ ２２４７ １２３０ １２３０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此处汇报的是似然比。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表４　获得城市户口对社会地位影响的边际效应

社会地位
全样本 子样本

系数 Ｐ值 系数 Ｐ值

底层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４

中层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６

高层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５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四）稳健性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可以通过匹配再抽样的方法

使观测数据尽可能地接近随机试验数据，减少观测数据的偏差。本文分别使用一对

一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进行匹配，由于匹配结果相近，本文只汇报一

对一匹配的结果。在采用 ＰＳＭ方法前，首先需要进行平行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检

验，图４左侧为平行性假设，右侧为共同支撑假设，不难看出样本数据满足这两个

假设。

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获得城市户口的迁移居民比农业户口的迁移居民自我感知

的社会地位高００８且ｔ值为１９９，估计结果在５％的水平上高度显著。可见，相对于

没有取得城市户口的迁移居民，取得城市户口的迁移居民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更高。

这一结果和前面其他方法估计结果类似，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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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平行性假设和共同支撑假设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表５　使用ＰＳＭ估计的户口类型对社会地位的影响结果

匹配类型 控制组 对照组 差异 标准误 ｔ值

匹配前 １８６ １７３ ０１４ ００５ ２９５

匹配后 １８５ １７７ ００８ ００４ １９９

　　注：此处只汇报一对一的近邻匹配结果，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所得结果相似，在此不做汇报；匹配后汇报的是
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 （ＡＴＴ）。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五　机制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农村迁移居民的户籍身份改变后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得到

提高。城市户籍只是一种特殊身份标签，通常与当地的社会福利挂钩，拥有城市户籍

的居民往往能够享受更高的社会福利。事实上，移民身份转变对居民自我感知社会地

位影响的渠道有很多，受到数据限制，我们结合现有文献 （王友华，２０１１；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１；Ｊａｂｂ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张路等，２０１６），选取养老保险、住房状况、工作类型、居

住环境四个渠道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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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ｙｉｊ＝β０＋β１ＨｕｋｏｕＴｙｐｅｉ＋β２Ｉｎｄｉ＋β３Ｆａｍｉ＋β４Ｄｉｓｉ＋μｉ （２）

其中，ｙｉｊ代表社会待遇的四个指标，ｊ＝１，２，３，４，分别表示居民的养老保险、

住房状况、工作类型、居住环境。养老保险是指居民购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定义购买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居民为１，购买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的为０；住房状况是指居民对所居住的房屋是否拥有产权，如果自己购房且拥有房屋

产权的居民则定义为自有产权，取值为１，其他类型为非自有产权，取值为０；工作类

型指迁移居民的工作性质，如果工作单位类型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工

作则定义为体制内工作，取值为１，其他工作为体制外工作，取值为０；居住环境主要

用于衡量居民居住地区的社区环境，采用到最近的医院、学校和商场的平均距离来衡

量。ＨｕｋｏｕＴｙｐｅｉ、Ｉｎｄｉ、Ｆａｍｉ、Ｄｉｓｉ、μｉ分别表示户口类型、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地

区虚拟变量和随机误差项，其定义和模型 （１）中的变量相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

表２所示。

上述变量中，养老保险、住房状况、工作类型是二值因变量，选取 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

估计。居住环境变量是连续变量，选取常用的 ＯＬＳ模型进行估计。与第四部分的估计

方法相似，首先采用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然后采用子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估计结果

模型 （２）的估计结果见表６－表７所示。通过分析可以得出，户口类型对反映社

会福利的四个指标的影响表现出高度显著且符合预期。通过表６得出，在控制其他变

量不变的情况下，取得城市户籍的 “永久性”迁移居民购买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比

“暂时性”迁移居民平均高５１％，且在１％的水平上高度显著；“永久性”迁移居民比

“暂时性”迁移居民拥有产权房的比例平均高出１５６％，且在１％的水平上高度显著。

通过表７可以看出，“永久性”迁移居民比 “暂时性”迁移居民更容易找到体制内工

作，平均高出１３６％且在１％的水平上高度显著；“永久性”迁移居民居住环境普遍较

好，距离医院、学校和商场更近，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采用子样本回归也得出上述

类似的结果 （见附表２和附表３）。

上述研究结论和已有文献的结论基本一致。例如王友华 （２０１１）等人通过描述分

析发现城市户口的居民和农业户口的居民在购买养老保险方面存在差异，城市户口的

居民购买养老保险的比例比农业户口的居民高３７％，不过该文献研究群体是长期居住

在农村的两类居民。张路等 （２０１６）通过分年龄段分析，得出非城市户口可以使户主

年龄在３０～４５岁的家庭拥有自有住房的概率降低４１％，且随着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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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作用逐步下降。由此可以得出，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村迁移居民比没有获得城市户

口的迁移居民能够享有更好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差异间接反映居民自我感知社会

地位的不同。

表６　户籍转变对养老保险和住房的影响结果

变量
养老保险 住房状况

Ｌｏｇｉｔ模型 边际效应 Ｌｏｇｉｔ模型 边际效应

户口类型（基组 ＝农
业户口）

９５８３４

（５３００２）
０５０６

（－００４３）
０２５７

（００４２）
０１５６

（００１８）

个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４４９ ４４９ ２４１４ ２４１４

　　注：Ｌｏｇｉｔ模型汇报的是似然比；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表７　户籍转变对工作类型和居住环境的影响结果

变量
工作类型 居住环境

Ｌｏｇｉｔ模型 边际效应 ＯＬＳ模型

户口类型（基组＝农业户口）
１３１６

（－０１９）
０１３６

（－００１９）
－０１５１

（－００７２）

个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１８６２ １８６２ ２８９７

　　注：Ｌｏｇｉｔ模型汇报的是似然比；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六　进一步分析

（一）模型设定

农村移民在获得城市户口后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可能会随着落户时间而发生变化。

为分析落户时间与社会地位的关系，选取拥有城市户口的农村迁移居民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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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β０＋β１Ｈｕｋｏｕｔｉｍｅｉ＋β１Ｈｕｋｏｕｔｉｍｅ
２
ｉ＋β２Ｉｎｄｉ＋β３Ｆａｍｉ＋β４Ｄｉｓｉ＋μｉ （３）

模型 （３）和模型 （１）相似，只是将变量 Ｈｕｋｏｕｔｙｐｅ替换为 Ｈｕｋｏｕｔｉｍｅ，表示居民

落户的时间。农户居民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与落户时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为刻

画这种非线性关系，在模型中加入获得城市户口时间的平方项。模型 （３）中相关变量

的描述性分析见表２所示。与模型 （１）估计方法类似，首先对全样本进行估计，然后

选取子样本进行估计。

（二）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见表８所示。在全样本条件下，户口时间和户口时间的平方项对居民自

我感知的社会地位影响并不显著，而在子样本中落户时间对社会地位的影响高度显

著。两个模型估计结果的符号相同。由此可以得出，在控制了一定的内生性后，居民

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随着获得城市户口的时间增加而提高。其他控制变量和模型 （１）

的估计结果相似，进一步检验了模型的稳定性，在此不做赘述。

表８　户籍转变的时间长度对社会地位的影响

变量 全样本 子样本

户口时间
０９７１
（００２５）

０７８２

（００５５）

户口时间的平方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５

（０００２）

个人变量 控制 控制

家庭变量 控制 控制

县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１０１０ ３５４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七　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农村人口迁移，推动

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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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没有享受到与当地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本文首

先梳理了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演变过程，然后基于ＣＬＤＳ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迁移人

口户籍身份转变对居民自我感知社会地位的影响，接着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进行机制分

析，最后探讨了落户时间对自我感知社会地位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取

得城市户籍的 “永久性”迁移居民比没有取得户籍的 “暂时性”迁移居民自我感知的

社会地位更高。这一结论与杨肖丽和景再方 （２０１０）的研究结论相似，但是他们只是

将农民工分为 “暂时迁移”和 “永久迁移”两种模式，没有考虑户籍身份的差异。第

二，取得城市户籍的 “永久性”迁移居民在养老保险、购房状况、工作类型、居住环

境四个方面能够享有更好的社会福利。随着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虽然在制度安排

上与城市户籍直接挂钩的社会福利逐渐减少，但是现实中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

囿于数据可得性，只检验了反映社会福利的四个指标，但是户籍转变所带来的社会福

利的差异远不及此。第三，在取得城市户籍的 “永久性”迁移居民中，取得城市户籍

的时间越长，自我感知的社会地位也越高。这可以间接说明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村居民

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需要一定的时间。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一方面，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由落

户的准入资格改革向配套制度改革过渡。目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依然集中在

落户的准入资格上，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缓慢，仍然没有改变传统户籍制度的本质。与

户籍制度挂钩的各项政策有２０多项 （魏后凯、盛广耀，２０１５），包括就业机会、购买

房屋、子女教育、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因此应该加快配套制度改革，尽快清理和

完善与城市户籍挂钩的政策法规。另一方面，实现城乡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

其是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让所有居住在城市

的人口都能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

附录：

附表１　中国户籍的各项政策和要点

时间 政策及主要内容

１９５０年
《特种人口管理暂行办法（草案）》

新中国户籍制度开始的起点。

１９５０年
《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最早的户籍法规，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二元户籍制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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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时间 政策及主要内容

１９５４年
《宪法》

明确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１９５５年
《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

开始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

１９５７年
《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要求城乡户口管理部门严格户籍管理，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找工作。

１９５８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标志。自此之后，中国开始对人口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并且将城

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

１９６１年
《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销量的九条办法》

新中国开始了第一次以行政命令支配的反城市化运动。

１９６１年
《关于当前户口工作情况的报告》

要求对户口进行彻底检查，健全户口管理机构。

１９６４年

《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

对城市迁往农村、集镇的以及大城市迁往小城市的居民不加限制，对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居民进

行严加限制。

１９７５年
《宪法》

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

１９７７年
《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

首次提出了“农转非”这一新的名词概念，隔断城市间、城乡间自由迁移的户籍管理制度完全形成。

１９７８年
《关于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规定》

使得户籍政策调整首次出现可能。

１９８４年
《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

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集镇落户，但不允许农民进入县城关镇和城市落户。

１９８５年
《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

健全城市暂住人口管理制度和建立集镇暂住人口登记管理制度。

１９８５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从一户一籍调整为一人一证，突破人口流动的局限性。

１９９２年
《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的通知》

部分省市实行蓝印户口，是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的一项过渡性措施。

１９９７年
《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

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县级市范围内的建成区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小城镇改革成为主流。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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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时间 政策及主要内容

１９９８年
《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

允许依靠亲属关系落户。

２００１年

《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在县级市范围内，有稳定工作、住所、亲属均可落户，将蓝印户口、地方城镇居民户口、自理口粮户

口等改为城镇常住户口。

２０１４年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标志着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

２０１６年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鼓励各地区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

２０１９年
《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全面取消常住人口３００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放宽常住人口在３００万至５００万的大城市。

２０２１年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

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得到。

附表２　户籍转变对养老保险和住房的影响结果 （子样本）

变量
养老保险 住房状况

Ｌｏｇｉｔ模型 边际效应 Ｌｏｇｉｔ模型 边际效应

户口类型（基组 ＝农
业户口）

６０４７５

（－５１９４７）
０４７８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７）
０２８１

（００３２）

个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７３１ １７３１

　　注：Ｌｏｇｉｔ模型汇报的是似然比；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附表３　户籍转变对工作类型和居住环境的影响 （子样本）

变量
工作类型 居住环境

Ｌｏｇｉｔ模型 边际效应 ＯＬＳ模型

户口类型（基组 ＝农业户
口）

１１５２

（－０３０４）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７）
－０１７４

（－０１０８）

·９４·

王术坤：移民身份转变是否提升了居民的社会地位？



续附表

变量
工作类型 居住环境

Ｌｏｇｉｔ模型 边际效应 ＯＬＳ模型

个人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１３１５ １３１５ ２２４１

　　注：Ｌｏｇｉｔ模型汇报的是似然比；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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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ｆｅｎｇ（２０１０）．ＴｈｅＨｕｋｏｕ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Ｊｏｂ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ｔｉｅｓ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１（１），５－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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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Ｈｕｋｏｕ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ｕｒａｌＭｉｇｒａｎｔ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ａｎｇＳｈｕｋｕｎ

（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ｔｗｏ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ｔｈａｔｋｅｅｐｒｕｒ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ｏｕｒｂａｎｃｉｔ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ｉｒ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ｍｏｎ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ＣＬＤＳ）ｄａｔａ，ｗｅｄｅｆｉｎｅ“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ａｓ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ｕｒｂａｎＨｕｋｏｕ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ａｓｂｅｉｎｇｗｉｔｈｏｕｔｕｒｂａｎＨｕｋｏｕＴｈｅｎｗｅｕｓｅｓｕｂｓａｍｐ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ｕｋｏｕ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ｏ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ｈｅ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Ｉｎ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ｐ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ｈｏｕｓｉｎｇ，ｊｏｂ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ｉｖ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ｔｉ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ｅ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Ｈｕｋｏｕ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ｂｙ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ｅ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ｕｒｂａｎ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Ｈｕｋｏｕ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

ＪＥ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２１，Ｊ４３，Ｊ７０

（责任编辑：一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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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术坤：移民身份转变是否提升了居民的社会地位？


